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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角下的社会整合问题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启示

王晓升

摘 要 现代性就是不断地求新、求异、求变。启蒙运动以来，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理

论取向包括个人主义、契约论、功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必须进行自

我确认，重构生活世界，使人们能够理性地进行交流并对有关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沟通，这

是现代社会整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运用语用学方法分析实践领域中的社会整合问题需

要注意一个核心概念——有效性，即以保证所有的相关者能够作为参与者进行合理的商谈
而得到的规范才是有效的。同时，在商谈过程中必须包容他者，真正做到去自我中心化，以促

使可能性变为现实。目前我们国家提出的协商民主的总体构想是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整合问

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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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以来，整个西方社会掀起了现代化的浪潮。在这个现代化的浪潮中，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出

现了。所谓现代性就是不断地求新、求异、求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变革是它的常态。既然社会要不断

变革，那么在这个不断变革、不断打破旧秩序的过程中，社会依靠什么力量才能维系自己的秩序呢？在

动荡的社会洪流中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呢？

一、关于现代社会整合问题的几种可能的答案

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所谓现代性，就是短暂性、过渡性。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来说，“生产中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

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

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P275）。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
的描述。这就是说，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当一种社会秩序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时候，就变得陈旧

和不合时宜了。社会的发展如此之快，它不断地对旧秩序提出挑战，要求建立新的规则、新的秩序。那么

究竟该如何建立新的规则，从而确立新的秩序呢？对现代中国社会来说，改革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

化的改革必定会不断改变原有的秩序，那么究竟怎样的改革才是正当的，才应该被社会所接受呢？实际

上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化的成果就很容易夭折。

面对这个现代性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大体上来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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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以来，对这个现代性问题的回答主要有如下几种理论取向：个人主义、契约论、功能主义、文化

保守主义。

个人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他确立了现代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可以说，主体性原

则是启蒙以来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根本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概括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基

本命题中。从社会意义上来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意味着每个人自己的理性思考是做出一切裁决

的最终标准。既然人可以怀疑一切，且只能相信自己的理性判断，那么一切既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都可

以被重新思考。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当个人

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放弃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而是强调用规则来约束自己。

那么这些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照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观念，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只会考虑自己利益的

个人。在他的私人利益之中是不包含一种他者的视角的。如果他们没有一个他者的视角，那么这些处于

战争状态中的个人是无法达成契约的。于是他们依靠外力，即国家的力量才能结束这种战争状态。与霍

布斯模式不同，康德认为，正当的社会规则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人们自我立法的结果。按照他的观念，

所有的人都要自我立法，自己限制自己，与自己的物质利益保持距离。如果个人同自己的物质利益保持

一定距离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可普遍化的社会规范。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都是利己的

个人，让他们约束自己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这只能是一种道德的期待。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是两种

不同的自然法的观念。但无论是经验研究（霍布斯）还是形式研究（康德）意义上的自然法，虽然表面

上有所不同，本质上它们却都是一样的，即都假定“个体存在”绝对是“第一位和最高级的”[2]（P17）。片
面强调个人的优先地位，就必然会面临社会整合的难题，最终必然靠外部强制来实现社会整合。

面对这样的困难，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这就是每个人都已经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

存在。这种共同体不是孤立的个人相互契约的结果。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而改进

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当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在意识中包容其他人。只要人的

意识不断提高，一种正当的社会秩序就一定会形成。然而，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启

蒙以来的现代社会最根本的思维方式，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知性。这种知性的

思维就是以有用性为核心。对黑格尔来说：“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3]（P340）。黑格尔期待利用人的
理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来克服知性思维的局限性，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如黑格尔所期待的那样，通

过理性能力的提高而被整合起来，相反，工具理性的发展愈演愈烈。借助工具理性，社会被按照一种系

统功能的方法整合起来。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整合的方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即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系统整合是功能性的整

合，社会整合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结成的社会联系 [4]（P4-5）。在传统社会走向现
代化的过程中，社会越来越分化为一系列的功能子系统。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强调社会是一个功能系统，

只要这个功能系统能够良好运行，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只是强调社会各个功能子

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强调系统内部的功能组合关系。当然，社会整合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由系统整合来完成。这虽然保证了社会系统的良好运行，但是韦伯所说的那种“自由的丧失”和“意

义丧失”的问题却出现了。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表明，现代主义文化张扬个性，这是对这种自

由丧失所提出的挑战 [5]（P522）。这就如同日常生活中有人会经常问自己，在毫无自由的系统中努力劳
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哈贝马斯对这种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状况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这是

由于系统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的。按照他的分析，本来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个独立于经济系统和行政

权力系统的文化领域。在这个文化领域中，人们相互之间就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这种讨

论，文化领域被再生产出来，人们之间的社会性联系也在这种商谈中被再生产出来。文化再生产在一定

的意义上也是社会整合的再生产。然而，对哈贝马斯来说，由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生活世界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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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现了困难。

当然，在实现社会的功能整合的时候，人们需要制定各种社会规则体系。因为各种规则体系是实现

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于是各种形式的社会契约论出现了。霍布斯在他的自然状态的假说中设想了

一个超出契约范围之外的最高权力机构来保证契约的公正性，卢梭则设想了一种公意能够保证契约的

公正性，现代社会中的罗尔斯则以无知之幕等设想来建构了一种公正的制度。显然，这些学者们都注意

到，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罗尔斯的《正义论》抓住了这个关键的问

题。在他的有关设计中，所有参与者都是在自己的理性的评估中共同选择了他所提出的那些选项，即两

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设想中，可选择的对象是预先被确立起来的。那么这些选择对象究竟

是从何而来的？实际上，罗尔斯的整个论证过程已经设定了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必然会使人们选择两

个正义原则 [6]（P248）。这些契约论的中心问题是，他们都设想一种自然状态，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
契约都不是在他们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中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的条件下出现的。

在面对社会整合难题的时候，在思想史上也有思想家主张回到传统。比如，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

矛盾》中就提出来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按照他的分析，既然现代主义文化宣扬个人主义，最终导

致虚无主义，那么现代主义的文化就无法满足现代社会整合的需要了。贝尔设想了一种被改造过的新宗

教，这种新的宗教可以被用来整合这个分裂了的社会世界。这就如同我们现代社会中一些人对于传统文

化中的东西常常津津乐道，他们期待能够让传统文化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重新发挥作用，改变人心不古的

现象。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徒劳的。这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同传统东西的决裂，它就是要不

断地打破现存秩序，社会秩序的重构必须在现存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发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

性必须进行自我确证 [7]（P62），它必须自己证明自己是正当的。那么现代性究竟该如何来自己证明自
己的正当性呢？

二、交往行动理论与现代社会秩序的重构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变革的常态化必然会对社会稳定性构成挑战。社会的这种常态性的变

化与时尚的发展类似。在时尚领域中，新的东西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预测到了它的死亡。新东西出现

不久就会被更新潮的东西所取代，新和旧的替换不断加速。在时尚中，人们实际上是确立了一种等级秩

序，人们赶时髦就是要表明自己在这种等级秩序中的地位。然而，当新时尚出现的时候，等级秩序就被

破坏了，就需要进行新的等级秩序更替。从这个意义上说，鲍德里亚认为，“时尚是不道德的”[8]（P133）。
当然，时尚的这种替换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完成的。而市场体制能够自己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是因为，按

照资本主义制度，市场体系是每个人自愿参与的，它至少在形式上是正义的（尽管它实质上仍然是不正

义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说明了这种形式上的正义的虚伪性）。这种形式上的正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还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然而，在自发的市场体系中经济危机频繁出现了。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国

家干预市场的情况出现了。这时候，国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国家对于经济系统的干预为什么是正当的？

比如国家通过税收的手段把一部分人的收入进行重新再分配，从而转移给另一部分人。国家这样做的

正当性何在？国家必须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哈贝马斯说，“由于政府采取行动，积极避免危机，因此，经济

危机就被转移到政治系统当中”[4]（P119）。如果国家不能证明自己的这些做法的正当性，那么国家就
会面临着合法化危机。对哈贝马斯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核心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化

危机。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是由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引起的，那么如何

才能证明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呢？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所谓合法化危机就是国家认同的危机，这就是说，

国家的公民普遍不赞成国家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国家的公民来赞同国家

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如何才能让国家的公民赞同国家的政策呢？如果这些政策是国家的公民在公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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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讨论中自己赞同的政策，那么这种合法化危机就解决了。当然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在当代西方社会，

公共领域受到了经济系统和行政权力系统的干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把它说成是

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9]（P263）。既然公共领域受到了操纵，那么在公共领域中讨论公共政策的问
题就不可能了，借助公共领域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法化危机也就不可能了。在《交往行动理论》

中，哈贝马斯把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的这个说法加以修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

机是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国家面临着合法化危机的时候，国

家就会通过对媒体的操纵来赢得合法性。这就是说国家对合法化的需求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这就是行政系统对公共领域的干预。同时，由于生产过剩情况的出现，广告宣传对企业的生存来说也越

来越重要，企业对大众传媒的干预也日益突出。对哈贝马斯来说，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生活

世界是人们日常交往的领域。当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在公共领域中进行交流。按照

《交往行动理论》的说法，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实际上就会使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发生困难。这种困难的

出现使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化危机难于解决。

由此，对哈贝马斯来说，重构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中的人们能够顺畅地进行相互交流，从而使他们

能够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三、实践领域中的语用学问题

为什么公共领域中的交流能够解决合法化危机的问题呢？这与哈贝马斯从语用学维度来解决实践

中的问题的基本思考有关。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合法化危机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承认的危

机。国家的政策或者出台的各种措施如果不被人们所认同，就会出现合法化危机。国家的政策、措施和

国家的法律等等都需要为人们所接受。只有被接受了它们才有有效性。那为什么人们要接受呢？通常的

说法是，这种政策、法规等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所以人们接受。但是，如果政策法规给某些人带来了好

处，却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那么这种政策法规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它就不能把社会整合起来，也不

能让人们一致赞同它。人们之所以赞同它，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是“正确的”。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根据什么说社会的政策和法规是“正确的”。这需要从语用学的

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的政策或者法规等属于规范性的命题。比如，如果我们发现

张三生病了，那么我们会对张三说，“你应该去看医生”。这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传达信息，或者说不是要告

诉人们某种知识，而是要让人按照这句话去做事。这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差别。语义学要分析句子的

意思，它是用来交流信息，解释意义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人们说话不仅仅要交流信息，更重要的

是要做事。当说话的人表达了某个命令的时候，这个命令被人们执行了，就表明这个命令是有效的。实

际上，人们的话语交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语用学意义上的交流。在语用学意义上的交流中，说话的人在

交流的时候实际上都做出了一些“承诺”，或者说都做了一些预设。这种承诺或者预设就包含了：他的话

语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它所表达的情感是真诚的，它所表达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如果听话的人接受

了他的要求，就意味着听话的人承认这些话语所表达的东西具有“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或者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在话语交流中，听话的人对说话的人会提出“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的要

求。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如果听话的人的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那么就是说，说

话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兑现了这些有效性要求。从理论上来说，说话人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兑现这三方面的

有效性要求（对话过程中还预设了另一个有效性要求，即话语的可理解性。如果一个人故意说有歧义的

话，那么话语的有效性要求也无法被兑现）。如果话语中的有效性要求被兑现了，或者说被人们接受了，

那么这个话语就是有效的。当然，某一个具体的话语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同时，在这里，哈贝马斯还

强调了一点，人们在进行话语交流的时候，都是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进行的。在生活世界中，有些问题

凸显出来了，需要人们通过对话来解决，于是这些问题就作为讨论的主题进入了人们话语领域，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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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主题化”。而没有被“主题化”的东西就作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共同接受的背景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把这种语用学分析方法用来分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具有实践意义的话语的时候，这种一

般语用学方法就具有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在道德领域、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在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

一切领域都可以使用这种语用学方法。这种方法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有效性。任何一个实践话
语都必须具有有效性。如何具有有效性呢？这就是要被人们接受，或者说，人们承认其真实性、真诚性和

正当性。在这里，真实性和真诚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容易检验，而正当性相对来说就比较

难于把握。对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等来说，正当性是其有效性的核心要素。如果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没

有正当性，那么它也就不会有效。对哈贝马斯来说，正当性类似于正确性，正如一个描述事实的句子必

须是正确的一样，表达一种规范的话语必须是正当的。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真实性和正当性具有类似

的特点，它们都是通过对话来确定的。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一个句子如果被大家一致赞同并被认为是

符合事实的，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正确的。同样，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如果给定的社会成员都一致赞同

某种道德规范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个规范就是正当的。如果说描述的句子要处理句子与所描述的事实

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实践的命令（规范的句子）也要处理句子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看

来，规范的句子与它所面对的事实之间总是处于一种张力的关系。当我们说“应当”的时候，这表明这个

句子所给出的规范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事实；当这个“应当”的句子要在社会中成为事实的时候，它就必须

是正当的，并因此被社会广泛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凡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实践话语都应该遵从这

种语用学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建立一种正当的规范、制定有效的政策，都必

须通过对话来实现。哈贝马斯对有效性是这样规定的：“只有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

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才是有效的。”（译文略改）[10]（P132）对哈贝马斯来说，要得到一种有效的
规范，人们就必须保证所有的相关者能够作为参与者进行合理的商谈，从而在理性的基础上得到一致赞

同。只有这样的规范才是正当的。

如果我们要询问，在动荡的社会中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那么依靠制度化的商议程序来制定社会

规范这个基本原则是永恒不变的东西。

四、商谈在解决有效性问题中的作用

在这里，饱受人们诟病的是哈贝马斯这套理论的现实作用。人们常常认为，哈贝马斯提出的这套理

论不过是一些脱离现实的空洞设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批评的理由有很多：第一，哈贝马斯要找

到普遍有效的规范，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第二，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利益冲突明显，无法让所有的相

关人就自己的利益问题达成共识。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我们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哈

贝马斯在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时，主要提及如下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商谈过程是一种沟通过程，而不是策略性的行动过程。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如果一

个人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是期望自己的目的能够得到实现，那么这个人就会对其

他人采取一种策略性的态度。在这种策略性的态度中，人们当然不能达到相互理解，而只会进行一些合

理性的评估。只要人们不是采取一种策略性的态度来参与交流，那么人们就必然采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

态度，哈贝马斯称为“施为性态度”。哈贝马斯说：“语言的约束力如果要为协调行动计划的目的而动员起

来，参与者就必须悬置观察者和直接以成功为取向的行动者所持的客观化态度，而采取将与第二人就世

界上某物达成理解的说话者的施为性态度。”[10]（P22）所谓施为性态度就是人们要通过相互理解而就
相互的利益达成一致理解。商谈过程不是策略性地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过程。在这

里，人们参与活动的态度是不同的。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即使在商谈中存在着利益上的讨论，但这种讨

论是利益分配规则的讨论，而不是直接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是策略性的，而这种讨论

是一种相互理解意义上的讨论。这是因为，在相互沟通的商谈中，必然包含着这样一种内在机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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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行动中相互合作的内在机制 [11]（P134）。正是这种机制的存在，使人们之间相互理解，达成一致意见
成为可能。

第二个理由是，商谈是在一定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发生的。商谈过程不是凭空进行的，不是脱离一

切生活背景的两个人就某个问题进行商谈，而是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就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而进行讨

论。这就限制了讨论议题的范围及提出理由的合理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生活世界构成了一个坚实

的背景，是参与者共同接受的前提。在这个共同接受的前提下，他们就有希望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协

议 [11]（P135-136）。
第三个理由是，商谈的过程是人们就生活世界中的客观现象和主观现象重新认识的过程。商谈过程

是人们就生活世界中产生的问题而进行讨论。如果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客观现实中的问题，人们就会像科

学家们那样，就客观现实状况进行讨论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当然讨论过程中也会涉及个人主观性的问

题，比如个人的需求、爱好、利益等。参与者都必须为自己的这些需求、爱好和利益进行辩护，只有得到

合理辩护的利益才是正当的利益。在讨论中，如果有些人提出的偏好或者利益是无法得到辩护的，这些

人就会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进行调整。商谈的过程也是个人理性地思考自己的需求、偏好和价值追求的

过程。相反，如果我们的社会排除了人们之间的这种讨论，人们也就无法在相互的讨论中正确认识自己

的需求和爱好，正确对待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商谈过程也具有一定的过滤作用。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

域的作用的时候指出，在公共领域中，“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10]（P446）。所有
人都会有自己的各种不同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可能都在公共领域被提出来，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

们的有些利益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商谈的过程也是去自我中心化的过程。

第四个理由，商谈是在一定的生活世界中发生的，存在着诸多的复杂因素。但是商谈过程是在一定

的法制化环境中发生的。法制化环境的作用就是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简化，排除某些因素在商谈中

的影响。按照哈贝马斯的设想，商谈过程是要把一些前提性的东西加以法制化，或者说商谈过程是在一

定的规矩下进行的。哈贝马斯曾经引用科恩关于商谈的公设来说明商谈所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 [10]

（P379）。这些基本规则有：第一，协商过程是论辩性质的，即协商过程中的各方之间所进行的是一种信
息与理由的交换过程。第二，协商过程是包容性的、公共性的。原则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被排除在外，凡是

有可能被决策影响到的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到协商过程中。第三，协商是排除外在强制的。对参与者

具有约束作用的只能是交往的预设（语用学上的预设）和协商的规则。第四，协商是排除任何可能有损

于参与者平等参与的内在强制（比如一个人有一种奴隶的心态，只是接受别人的观点，而不能平等参与

讨论）。在这里，推动人们去赞同或者否定某个意见的基础是更好的论据。这种论据具有无强制的强制

作用。此外，商谈过程的目的是要达成一致的意见；政治商谈还会包含需求的重新解释、政治态度和偏

好的改变等 [10]（P379-380）。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大范围还是小范围的冲突，都是可以通过
商谈来解决的：从国际贸易争端到一个单位内部的争端。这些商谈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家共同接受

的规范。有了这种规范社会就能够整合在一起。在国家交往中，如果国家之间贸易规则不合理，我们就

可以就贸易规则进行商谈，重新修正贸易规则；如果不能重新达成新的贸易规则，就意味着全球范围内

的整合（全球化）必然会出现挫折。

如果通过商谈达成一致意见是可能的，那么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理性前

提——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就是说，一个人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必须包容他者，必
须有一个从他者视角看问题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在商谈过程中能够真正地去自我中心化，从他者的视角

来重新理解问题，那么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就容易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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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商民主制度与现代社会的整合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

说过，现代社会越来越分化为各种功能子系统。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功能系统的良好运行被看作是社

会成功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但是系统整合不能与社会整合等同起来。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系统运行很

好，社会经济增长效率很好，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整合也很好。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民间说法“端起碗吃

肉，放下碗骂娘”，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还是不满意。这就是社会整合中出现的问题，就好比

我们常常看到的，某些学术单位科研成果非常突出，但没有过几年人都走光了，这就是内部整合的问题。

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整合的机制，国家的良好运行并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社会整合良好。

正如我们开头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情况不断出现，原来适用的社会规范很快

就不适应新的情况，不断调整各种规范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常态。那么怎样的社会规范才是正当的规

范，才会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呢？这只有依靠协商。我们国家所提出的协商民主是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

最好的方法。如何才能有效地落实协商民主制度呢？从哈贝马斯提出的民主法治国家的设想中，我们可

以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议民主制度是一种程序主义的商议民主制度。所谓程序主义的商议民主制度就

是指，我们在民主协商时要有一个法治化的程序。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其他社会组织的层面上都必

须存在一定的规则，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就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讨论，且这种讨论须得到一定

社会规则的保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协商民主讨论也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非组织化的公共领

域中的讨论，一个是组织化的讨论。非组织化的讨论就是国家公民可以就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

公开的讨论，比如，我们国家过去就《物权法》在社会层面上进行公开讨论。这种讨论议题的设定是在

国家控制的大众媒介中展开的。公民的讨论最后又通过人大常委会的有组织的讨论，并最终成为国家的

法律。实际上这就是协商民主的好形式。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众传媒要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公民生

活中所出现的问题，把这些问题作为公共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来讨论，并最终通过国家的组织机关制定法

律，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协商民主不仅要在国家层面上展开，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组织层面上展开。比如，

就我们的大学来说，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工作中总是会有新的情况出现。招生简章的发布、考试出题，考

生的考核和选择，导师对学生的选择等等，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本来，这样的问题可以由本系

相关老师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但是许多单位都不进行这样的讨论，领导自己拍脑袋决策。结果，

许多教师对招生中所出现的问题不满，导致内部矛盾增加。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单位虽然也进行这样

的讨论，但却缺乏起码的规章制度。这种讨论常常是走形式。长此以往，教师也缺乏参与有关讨论的积

极性，形式主义、走过场式的讨论越来越多。表面上人们之间一团和气，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内部分歧，只

是没有爆发出来而已。由此，单位凝聚力差，有能力的教师在这里没有任何归属感。

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如果没有依据被普遍遵循的规章制度来讨论这些

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聚，最终导致一些无法预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前面

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说过，在社会生活中总是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在利益冲突中总是有人会损失，有人会

获益。但是，这都必须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中解决。商议民主制度不是让人们就各自之间的利益进行

协商，因为这种利益的协商都是策略性的。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是就行动规范所进行的协商。无论哪一

级社会组织都应该有各种规则来进行管理，这些规则都应该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商量的结果。

这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好方法。

目前，我们国家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总体构想。这个设想对于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整合问题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但是，在议题的提出、相关人员的动员、商议的程序、商议的法律制度上的保证等等问题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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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因此，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的讨论，建立一些可以操作的基本程序和规则，对当

前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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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ble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 Inspiration of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Wang Xiaoshe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Modernity means that people constantly seek after novelty, change and difference.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the theories which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integration are individ-
ualism, contract theory, functionalism and cultural conservatism. Habermas thinks that modernity
must justify itself and reconstruct world of life, so that people could reasonably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that concern with their interests. This is the primal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solved for modern social integration.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social in-
tegration, the method of pragmatics supplies a core concept in the area of practice, namely validity.
This means that only those norms reached through discussion in which all those interests-related peo-
ple take part are valid. Meanwhile in discussion, people must have the intension to include others
and be really de-egocentric, so that to make the possible become reality. Today, the overall vision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hich is raised by our government is a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modernity; social integrati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bermas; pragmatic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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